











     












































































































































































































































































































4个清白无辜的孩子冤枉地坐了近 3年大牢。  
  由于新闻监督虽然缓慢却仍在迈进的步伐，有越来越多类似的事件被披露
出来，足以令我们对刑侦司法领域存在的阴暗面，有更多警觉。但是，我以
为，这样的揭露与思考仅仅停留于冤案的洗刷是远远不够的，只注意这样的冤
情也很容易令读者造成误解，问题还有更复杂与更令人深思的一面。在我们的
新闻媒体为这些冤案而发出愤怒的声讨时，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有多少还没有被
证明是冤枉的案件，正是通过这样的手段“侦破”的；而且我相信，类似的现
象之所以层出不穷，正是由于人们只着眼于刑讯逼供制造出了一些冤案，而对
那些以刑讯逼供的手段得以令案件真相大白，令坏人落入法网的行为，非但没
有加以足够的谴责，而且还会以视其为破案英雄的方式予以嘉奖，由此默许乃
至于鼓励类似的刑讯逼供。我们之所以会在元杂剧里经常读到类似《窦娥冤》
里的窦娥在堂上被屈打成招的案例，正是因为对真正的坏人，也是用同样的办
法审理，并根据他们自己的招认形成铁案的，《斟头巾》里张鼎审理案件发现
了疑凶王知观，审问时王知观辨称道：“我持斋把素，口诵黄庭道德真经，怎
肯持刀杀人，并无此事。”张鼎的答复是，“这厮不打不招。张千，选大棒子
打着者。”王知观果然招供了，他说，“我受不过这般拷打，罢罢罢，我招我
招。是我杀了刘员外来。”这样的结果，与窦娥，与云南那 4个无辜的农村孩
子的屈打成招，又有什么分别？  
  由于所有不同案件都只是由这单一的行为方式审理出结果的，人们也就无
从分辨，今天究竟是审清了案子，还是审出了冤情；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我们
不可能仅仅凭想象，就确定在衙门里挨打的是窦娥还是王知观；或者说，我们
不可能真正分辨在严刑下的招供，是窦娥式的招供还是王知观式的招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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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案情审理是否能得出好的结果，如果只要审清了案情，就可以不顾审理的
手段是否合法；只要能够达到找出作案者这单一的目的，就可以不顾及作案者
是如何被找出来、用什么手段找出来的，类似于郑州和云南富源发生的事件，
必将层出不穷。另一出与水浒有关的杂剧《争报恩》里，前来报案揭露李千娇
勾结梁山强人作奸犯科的搽旦对审案的官员说，“大人，这赖肉顽皮，不打不
招。拿那大棒子着实的打上一千下，他才招了呢……相公，你则管打。打死了
他，也不干我事。”只关心案情的审理结果如何，却不注意审案的形式，或者
说，不注意“程序的合法性”，疑犯被打死“也不干我事”，正是刑讯逼供现
象泛滥的根源。  
  更何况，就算是面对板上钉钉的坏人，刘唐式残忍的吊扒拷打，也没有丝
毫值得称许之处，甚至也不能原谅。王知观就可以随便打吗？《鸳鸯被》里的
李府尹，当他自己的冤案得到昭雪，重新手握重权，这时他借助于行政权力，
帮助女儿实现理想的婚姻，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因其符合观众同情心的指
向，并不难为人们所接受；但问题还在于面对曾经因借了银子给他女儿，希望
能以婚姻代偿债务，逼婚未遂的刘员外，他喝道“张千，取大棒子过来，将刘
员外先责四十，再送有司问罪”，这先责四十大棒的行为，明显是超出公务之
外的公报私仇的举止。刘员外的行为固然是可谴责的，然而，李府尹如何有权
在官司还未审问之前，就先打刘员外一顿？在李府尹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刘员外
四十大板时，他哪里还有一点点慈父的风范？这样一用刑，李府尹的形象，实
际上已经变得比起刘员外更令人恶心。  
  因此，我们真正需要讨论的，并不是一个坏的司法人员通过酷刑冤枉了另
一个好人，而是一个被认为是“好”的司法人员在审理坏人时采取的不轨手
段。《还牢末》比《窦娥冤》和《斟头巾》之类更有意思，《还牢末》里的刘
唐和《争报恩》里的搽旦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李孔目和李
千娇的把柄，因此他们可以施行某种“为正义的暴行”。即使我们确实需要学
习雷锋叔叔“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精神，我们也还是需要考虑，
哪怕有着 为正当的目的，暴行也仍然是暴行，任何暴行都不会因其目的高尚
而改变其为暴行的实质；而且，越是在高尚的目的掩饰下，人们越是容易放纵
自己的暴力倾向；暴行越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行为也就越容易越过做人的底
限。因此，“为正义的暴行”，也就比为私欲或者为其它似乎比较卑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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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施的暴行，更为危险。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虐杀，以
及文革期间红卫兵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无情摧残，施暴者无不出于某种自认
为十分高尚的目的，我不想说他们的目的“貌似高尚”，只想说即使是出于一
些也许真的很高尚的目的，一味施暴也必然使这高尚受到扭曲， 后，所有高
尚的目的就会都变得很不高尚；更不用说在高尚的目的之下，也很容易掩藏着
刘唐那样的私心。  
  为正义而施暴是对正义的亵渎，它必定会直接损害正义本身。“以暴易
暴”永远是不可取的，正像你不能通过恶行消灭世界上的坏人一样——你也许
可以消灭过去做过坏事的坏人，但你的恶行，已经足以使你自己成为新的坏
人。 
 
